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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组态研究
———基于 TOE 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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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双边市场、网络效应与数据驱动等特质成为创新的重要主

体,其创新水平受多重因素交互影响。 基于 TOE 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以

213 家中国 A 股上市平台企业为样本,结合 2021 年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政策节点,探究驱动互联网平

台企业创新的组态路径。 研究表明:平台企业创新是技术、组织与环境等多维度因素耦合协同的结果;并
据此提炼出“技术—组织”型、“技术—环境”型与“技术—开放”型三条差异化的组态路径。 研究结论丰

富了平台企业创新的组态机制研究,深化了反垄断情境下多因素协同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认知,从而为

平台企业制定差异化创新战略,以及政府优化平台经济的培育与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平台企业;创新驱动因素;TOE 框架;fsQCA;平台经济;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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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纵深发展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2] 。 然

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需求变迁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环境的不确

定性[3] ,平台企业需持续迭代产品与服务体系以响应市场需求[4] 。 在此过程中,创新始终是关键的赋能

引擎。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5]中明确提出“创新引领、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并鼓励平台企业

在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不同于传统企业,平台企业摆脱

了对实体场地与线下资源的高度依赖,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支撑并将数据要素深度融入用户连接、资源配

置与服务迭代的全链条[6] ;同时,依托独特的双边市场结构与显著的网络效应,平台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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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更强的系统性、生态性与动态协同特征;此外,针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也在持续深化,为应对

平台垄断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2021 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

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 [7]正式发布,进一步构建起创新激励与监管规范相辅相成的治

理框架。 基于此,探究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并依托动态变化的政策环境实现创新突

破,成为当下兼具理论前沿性与现实紧迫性的重要议题。

目前,关于平台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揭示了研发支持、互补资产与数字技术等[8-10] 因素

的重要性;研究方法上,学者多采用理论推演与案例分析[11][12]等质性分析方法;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有

学者尝试借助组态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因素组合下平台企业创新的实现路径[13-15] 。 但需强调的是,已有

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平台场景的系统性与独特性,其多聚焦于商业模式维度的创新探讨,且集中于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研究范畴,也未深入考察如数字经济政策调整、市场竞争格局重构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异

质性效应。 基于此,本文依托 TOE 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从技术、组织与环

境三个维度深入剖析驱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的组态路径。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以下三点:第一,构

建了一个基于 TOE 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纳入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中的六个关键前因条件,从

组态视角揭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实现高创新水平的多元化路径;第二,系统探究网络销售、生活服务、社

交娱乐、信息资讯、金融服务与计算应用这六大类平台创新的组态路径,弥补了以往多聚焦工业互联网这

单一类型平台的研究缺口,为制定场景适配型创新策略提供参考;第三,引入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作

为关键情境节点,探究政策施行前后平台企业创新的组态演变路径,为理解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创

新战略的动态耦合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一)平台企业内涵及特征

“平台”概念的学术化可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Wheelwright 和 Clark[16]率先将其纳入管理学的研究

范畴;后续研究中,Rochet 和 Tirole[17]提出了双边市场理论,认为以平台为中介的市场模式不同于传统单

边市场,其运行依赖平台、用户与供给方的三角互动关系;Cennamo 和 Santalo[18] 将平台企业所处环境描

绘为多边市场下的商业生态系统,平台企业是该系统的核心管理者与运营者,通过协调用户与提供商关

系以保障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行;Chen 等[19]则聚焦于数字平台,认为平台企业是以标准化数字接口为载体

并借助数字技术促进多方互动的组织形式,其核心职能是通过技术的中介作用协调价值创造与交换。 本

文聚焦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其具体内涵为依托网络信息技术构建服务载体,促成相互依赖的双边或多边

市场主体在其搭建的特定载体及规则框架内实现高效交互,并通过多方协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该组织形态的核心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的虚拟组织形式;二是连接双边或多

边使用者,为其提供交互支持。 进一步地,依据平台企业的连接对象与核心功能,将其划分为网络销售、

生活服务、社交娱乐、信息资讯、金融服务以及计算应用这六大类平台企业。

(二)TOE 理论框架

TOE 理论框架由 Tornatzky 等[18]首次提出并应用于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 该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立

足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分析体系[19] ,其核心要义为技术应用的全过程受到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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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共同影响。

(三)TOE 框架下各维度因素对平台企业创新的影响

1. 技术维度与平台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是驱动平台企业创新的核心引擎[10][14] 。 本文从研发投入强度

与数据资源两方面具体探究技术维度因素对平台企业创新的驱动机制。 一方面,持续的研发投入是平台

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可表征为企业识别、吸收、学习与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22] 。 这

意味着,具备高研发强度的平台企业不仅拥有更强烈的创新意愿与更出色的学习能力,而且还能敏锐捕

捉市场动向并借助知识螺旋效应实现自身技术特性与组织架构的高效适配,进而成长为行业技术领域的

领先者[23] 。 另一方面,数据是驱动平台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战略性资源[24] 。 平台企业的核心功能在于

构建虚拟交互载体促成供需双方及多元主体的高效对接,这一固有的连接属性使其成为数据流转的重要

枢纽。 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平台企业能够借助数据规模经济实现创新发展[25-27] 。 具体地,数据经多层

加工转化为高质量的信息库,能够为平台企业的创新战略决策提供更精准、全面的前瞻性信息;同时,数

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能够驱动企业创新;此外,数据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突破了传统创新投入的规模桎

梏,助力企业以更低边际成本获取更高创新收益,进而提升企业的主观创新意愿与客观创新能力[28] 。

2. 组织维度与平台企业创新

组织维度涵盖企业规模与供应链关系两个方面。 一方面,依据网络编配理论,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

企业能够凭借其网络编配能力实现对网络内分散资源的高效整合[29] 。 借助规模优势,大型平台企业能

够占据网络中心地位并强化平台生态的网络编配能力,通过制定技术标准、规则体系与资源分配机制驱

动创新资源在生态系统内高效流转与整合[9] ;同时,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对关键

资源的获取与控制能力,而大型平台企业能为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资源投入保障,使其不仅具备支撑基

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发等资源密集型创新项目的能力,亦能借助富余资产构建风险缓冲机制,抵御创新过

程中技术迭代、市场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风险[14] 。 另一方面,依据双边市场理论,平台的价值源于双边

用户的依存关系与交叉网络效应[17][30] ,而这种效应的发挥与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协同性高度关联。 具

体而言,平台企业创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技术与场景资源,仅依靠组织内部供给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

企业通过培育供应链关系网络,能够为自身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撑[31] 。 但是,供应链关系的持续变动会

增加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可能降低企业创新意愿,致使创新绩效走低[32] 。

3. 环境维度与平台企业创新

环境维度涵盖政府补贴与环境复杂度两个方面。 一方面,依据市场失灵理论,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市

场不完善等核心问题会导致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偏离社会最优状态。 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仅具备传统

企业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还会产生额外的网络溢出外部性,两者叠加致使市场失灵更为严重。 此外,平台

企业在网络效应培育初期还面临冷启动瓶颈的特殊困境。 而政府通过研发补贴、税收抵免等形式提供资

金支持是打破上述困境的关键举措[33] 。 首先,政府补贴有助于破解市场失灵问题并缓解新创企业在网

络效应培育期的资金压力,进而激励企业提升创新绩效[10][34] ;其次,政府补贴还能够向外部市场传递政

策认可信号[35] ,降低投资者对平台创新项目的风险评估,助力企业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与优质资源。 另一

方面,依据组织权变理论,环境变迁是推动组织创新变革的重要动力[13] ,而平台企业兼具双边市场属性

与网络效应,其战略决策与创新活动更易受外部环境的约束。 首先,外部环境的动态波动易引发资源短

缺风险从而危及平台企业的经营连续性,并增加企业感知环境变化趋势的难度、提高其获取市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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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36] ,进而加大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其次,环境波动会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强化企业与同业竞争者

的利益关联与竞争行为,并扩大管理者经营决策的自由裁量空间[37] ,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行为。

综上,本文基于平台场景的复杂性特质,将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的六个子条件整合纳入 TOE

框架(如图 1 所示)。

驱动因素

技术因素

组织因素

环境因素

配置

技术：
研发投入强度

数据资源

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

组织：
企业规模

供应链关系

环境：
政府补贴

环境复杂度联动匹配

形成

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

高创新水平

非高创新水平
联
动
匹
配

联
动
匹
配

图 1　 研究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QCA 方法由 Ragin[38]构建,该方法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法为基础研究工具,从整体视角分析前因条

件集与结果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解释复杂的因果作用现象[39] 。 而 fsQCA 方法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对定

距与定比变量的分析能力,使 QCA 不仅能够处理类别层面的研究问题,还可精准捕捉变量的程度差异与

部分隶属关系,兼具质性与定量分析双重属性。

(二)数据来源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平台企业创新水平的测度借鉴孔东民等[40] 的研究,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加 1 的自然对数为具体

衡量指标(Patent)。

2. 条件变量

(1)技术条件:研发投入强度(RD)借鉴唐孝文等[34]的研究,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

量;数据资源(Data)借鉴何瑛等[41]的研究,通过文本分析构建“数据资产文本词典”,并提取企业年度报

告中的相关关键词,采用总词频数加 1 取自然对数的方式衡量。 (2)组织条件: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供应链关系(SC),借鉴李星等[42] 的研究,考察企业供应链的集中程度,即(前 5

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前 5 大客户销售比例) / 2。 (3)环境条件:政府补贴(Government)采用 CSMAR 数据库

中企业财务报表附注披露有关政府项目的营业外收支(万元),并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环境复杂度

(EC)借鉴张明等[43]的研究,采用同行业内竞争者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

3. 样本选择与数据校准

主要选取 2016—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借鉴高霞等[44] 的研究,采用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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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数据展开组态实证分析。

其中,平台企业的样本筛选,首先是借鉴彭正银等[45]的研究,根据企业经营范围是否包含“平台”“中

介”等关键词进行初步筛选。 其次,参考陈爽英等[46] 以及马鸿佳和肖彬[47] 的研究,结合企业年报、官网

公开信息,并参照《反垄断指南》 [7]与《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48] 中关于平台企业的定

义与分类,进一步明确符合标准的平台企业名单。 同时,利用 IT 桔子中“TMT 行业”的 IPO 上市名单,以

及网经社网络经济服务平台中的“泛电商上市企业名单”进行补充与调整。 此外,为弥补人工筛选的局限

性,针对筛选过程中存在判定异议的企业,通过咨询专家的意见予以确认。 经上述筛选后,初步获得 576 家

上市平台企业样本。 进一步剔除美股、港股上市企业样本后,用于实证分析的平台企业样本为 213 家。

数据获取上,专利数据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选用 Stata18. 0 与 fsQCA4. 1。

对于变量校准,借鉴已有研究[49][50] ,采用直接校准法以 0. 95、0. 5 和 0. 05 为分位点对各个条件变量

与结果变量进行校准。 此外,为消除临界模糊性、明确集合隶属关系,将校准后数值为 0. 5 的情况修改为

0. 501,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校准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企业创新水平 4. 229 2. 064 0. 094

技术条件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0. 265 0. 059 0. 001

数据资源 3. 319 0. 947 0. 000

组织条件变量
企业规模 24. 403 21. 926 20. 510

供应链关系 56. 725 30. 223 11. 057

环境条件变量
政府补贴 8. 768 7. 094 5. 309

环境复杂度 6. 068 5. 446 2. 862

四、实证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借鉴杜运周和贾良定[39]的研究,将必要性分析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9。 若某一前因条件变量的一致

性值高于该阈值,则可判定其为平台企业实现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 2 中结果显示,所有前因条件变量

的一致性值均未达到 0. 9 的阈值标准,这表明单一前因要素无法构成平台企业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 2　 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高创新水平 ~高创新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研发投入强度 0. 689 0. 731 0. 525 0. 589

~高研发投入强度 0. 612 0. 550 0. 760 0. 721

高数据资源 0. 636 0. 677 0. 548 0. 617

~高数据资源 0. 640 0. 573 0. 713 0.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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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名称
高创新水平 ~高创新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企业规模 0. 673 0. 684 0. 596 0. 641

~高企业规模 0. 647 0. 603 0. 706 0. 695

高供应链关系 0. 612 0. 615 0. 636 0. 676

~高供应链关系 0. 678 0. 638 0. 638 0. 634

高政府补贴 0. 737 0. 719 0. 577 0. 595

~高政府补贴 0. 584 0. 566 0. 727 0. 745

高环境复杂度 0. 692 0. 728 0. 534 0. 594

~高环境复杂度 0. 614 0. 555 0. 755 0. 721

　 　 注:“ ~ ”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二)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借鉴杜运周等[50]的研究,结合样本数据在真值表中的分布特征,将原始一致性阈值、频

数阈值与 PRI 阈值分别设定为 0. 8、1 和 0. 75。 分析过程以中间解为核心依据,并结合简约解对识别出的

组态路径进行归纳提炼。 表 3 中结果显示,平台企业实现高创新水平存在三条有效的组态路径。 所有组

态路径的一致性值均显著高于 0. 75 的最低可接受标准,总体解一致性达 0. 913、总体覆盖度为 0. 541。

从纵向维度看,组态路径 1 中,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构成核心条件,该路径可进一步细分为 S1a

与 S1b 两个子路径。 S1a 中政府补贴为辅助条件,S1b 中数据资源与环境复杂度发挥辅助作用;组态路径

2 中,研发投入强度、政府补贴与环境复杂度共同构成核心条件;组态路径 3 中,研发投入强度、政府补贴

为核心支撑条件,而供应链关系为核心缺失条件,数据资源为辅助条件。 横向对比三条路径可见,研发投

入强度均为核心条件。
表 3　 充分性分析结果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a S1b S2 S3

研发投入强度 ● ● ● ●

数据资源 � �

企业规模 ● ●

供应链关系 -

政府补贴 � ● ●

环境复杂度 � ●

一致性 0. 946 0. 960 0. 932 0. 945

原始覆盖度 0. 411 0. 325 0. 454 0. 327

唯一覆盖度 0. 019 0. 029 0. 056 0. 007

总体一致性 0. 913

总体覆盖度 0. 541

　 　 注:�表示条件存在且重要;●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缺失;-表示核心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无关紧要,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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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fsQCA 方法有效识别出驱动互联网平台企业达成高创新水平的三条组态路径。 这一结果也印

证了平台企业创新是多重前因条件协同联动、深度耦合的结果。 基于三条组态路径的内在作用逻辑,本

文将其分别提炼为“技术—组织”型、“技术—环境”型与“技术—开放”型组态路径。

1. “技术—组织”型

“技术—组织”型组态以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体现了技术投入与组织规模对企业

创新水平的关键支撑。 其中,S1a 组态的边缘条件为政府补贴。 该组态以高强度研发投入为企业技术迭

代提供核心动力,依托规模化组织统筹资金、人力及设备等各类资源;政府补贴作为边缘条件能够有效对

冲研发的高风险性与长周期性,为持续创新注入稳定动能。 从 fsQCA 量化评估指标来看,S1a 组态的一

致性达 0. 946,远高于 0. 8 的经验临界值;原始覆盖度为 0. 411,表明该组态覆盖了 41. 1%的高创新水平

企业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0. 019,表明其中仅 1. 9%的案例能被该组态覆盖。 本文选取启明星辰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星辰)作为 S1a 组态的典型案例。 启明星辰为网信安全领域的科创企

业,2010 年成功登陆深圳 A 股中小板,2024 年被中国移动实控后迈入战略发展新阶段。 从核心条件看,

其一,依托留美博士团队的技术基底,启明星辰深耕网信安全领域多年,拥有规模化的研发团队与全国性

研发布局并聚焦多类前沿安全领域攻坚,技术成果突出。 其二,启明星辰致力于全国化、跨行业的布局策

略。 并入中国移动后依托其算网一体化与算力多元化的核心优势,服务覆盖众多高端客户与国家级重大

项目,这些为企业研发提供了资金、人力以及场景支撑。 从边缘条件看,作为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启明

星辰与国家网信安全战略实现深度绑定并持续获得政府补贴,既降低了研发风险,又对接了国家战略,从

而助力企业实现高创新水平。

S1b 组态的边缘条件为数据资源与环境复杂度。 该组态通过高强度研发投入与规模化组织构成创

新基础,数据资源可为研发提供精准方向锚点,环境复杂度则助推研发策略的动态适配性,从而实现企业

创新价值的高效转化。 从 fsQCA 量化评估指标看,S1b 组态一致性达 0. 960,为所有组态中的最高值;原

始覆盖度为 0. 325,表明该组态覆盖了 32. 5%的高创新水平企业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0. 029,表明仅 2. 9%

的案例能被该组态覆盖。 本文选取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信)作为 S1b 组

态的典型案例。 东方国信作为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核心技术服务商,2011 年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长期发展态势良好。 从核心条件看,其一,东方国信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

中国北京、安徽及美国俄亥俄州、英国曼彻斯特设立了四大研发中心,通过本土转化与全球布局同步推进

的发展战略保障其技术自主与信息安全,现阶段更聚焦分布式数据库、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持续研发

创新。 其二,东方国信构建了横向跨行业、纵向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这种规模化组织不仅为企业研发提

供稳定资源支撑,更构建了广阔的技术应用场景。 从边缘条件看,其一,作为大数据服务商,东方国信的业

务属性使其在服务各行业的过程中掌握了海量数据资源,从而为其研发创新提供更精准的市场方向。 其

二,东方国信所服务的通信、农业与医疗等领域在技术需求与业务场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各行业内竞争格

局动态演化,这种复杂环境要求其建立灵活的研发响应机制,针对不同行业痛点调整创新策略。

2. “技术—环境”型

“技术—环境”型组态以研发投入强度、政府补贴与环境复杂度为核心条件。 该组态以高强度研发

构建技术优势,以政府补贴降低研发不确定性并强化资源供给,以复杂环境适配能力优化研发资源配置

效率,从而实现高创新水平。 从 fsQCA 量化评估指标看,该组态一致性达 0. 932;原始覆盖度为 0. 454,为

所有组态路径中最高,表明该组态覆盖了 45. 4%的高创新水平企业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0. 056,表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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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的案例能被该组态所覆盖。 本文选取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达)作为技

术—环境型组态的典型案例。 苏州科达为国内领先的视讯与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2016 年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从核心条件看,其一,苏州科达深耕视讯与安防领域,以核心算法为技术根

基并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推进技术落地,高强度研发的特征显著。 其二,苏州科达的业务属性与政府公共

服务需求深度匹配,其聚焦于平安城市、智能交通与智慧司法等国家战略领域,项目实施多依托政府资源

投入与政策扶持。 其三,苏州科达的业务覆盖公安、纪委、教育与医疗等差异显著的领域。 为应对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研发团队精准捕捉垂直领域需求并结合政策变化调整研发重心,实现研发策略与环

境的动态适配。

3. “技术—开放”型

“技术—开放”型组态以研发投入强度与政府补贴为核心支撑条件,数据资源为边缘条件,供应链关

系为核心缺失条件,具体表现为企业供应链呈现供应商与客户集中度的分散化特征。 这一路径组合也深

刻反映出平台场景下的独特创新范式,即企业不再只依赖传统的深度伙伴协作,而能够借助平台生态内

多元主体资源实现创新突破。 从 fsQCA 量化指标看,其一致性达 0. 945;原始覆盖度为 0. 327,表明该组

态覆盖了 32. 7%的高创新水平企业案例;唯一覆盖度仅 0. 007,表明仅 0. 7%的案例能被该组态所覆盖。

本文选取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点科技)作为“技术—开放”型组态的典型案例。 焦点科

技是国家首批信息化试点单位、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单位以及商务部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从核心

条件看,其一,焦点科技培育了专业技术团队并聚焦核心能力建设,重点投入跨境电商数字化、平台智能

匹配等前沿领域,持续支撑中国制造网的技术迭代与 Doba、inQbrands 等多元品牌孵化。 其二,焦点科技

与国家信息化以及电商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政府补贴的赋能效应有助于缓解其融资约束,为技术创新提

供稳定的资金支撑;同时,依托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等资质背书,焦点科技能够优先对接政策红利与优质资

源渠道,为校准创新方向以及拓展合作网络筑牢基础。 其三,传统企业多依赖线下供应链渠道以维持业

务运转,而焦点科技则可依托中国制造网平台,以双边市场模式连接大量供应商与采购商,通过多方互动

与匹配实现交易撮合。 从边缘条件看,平台属性为焦点科技获取海量数据带来便利,这些多维度的数据

资源构成了企业创新的核心生产要素。

(三)稳健性检验

1. 提高阈值标准

首先,将一致性阈值从 0. 8 提高到 0. 85,结果(见表 3)与原有三条组态路径保持一致;其次,将案例

阈值从 1 提高到 2,表 4 中的组态分析结果由原有的三条路径变为两条路径,与原有路径在覆盖度和一致

性方面的数值有所差异,但仍保持在合理区间。
表 4　 提高案例阈值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a S1b S1c S2

研发投入强度 ● ● ● ●

数据资源 � � �

企业规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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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a S1b S1c S2

供应链关系 � �

政府补贴 ● ● ●

环境复杂度 � �

一致性 0. 932 0. 955 0. 946 0. 960

原始覆盖度 0. 454 0. 268 0. 282 0. 325

唯一覆盖度 0. 123 0. 009 0. 011 0. 029

总体一致性 0. 922

总体覆盖度 0. 513

2. 替换结果变量衡量方式

进一步采用企业发明专利授予量加 1 的自然对数(PatentA)衡量平台企业创新水平,表 5 结果显示,

新组态路径与原路径在核心逻辑上高度一致,即以技术驱动为基础并结合组织与环境等维度的辅助因

素;此外,新组态路径通过细化条件优先级和补充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原有路径。
表 5　 替换结果变量衡量方式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 S2a S2b S3a S3b

研发投入强度 ● ● ● ● ●

数据资源 � ● ●

企业规模 � ● ●

供应链关系 - -

政府补贴 ● ● ● �

环境复杂度 ● �

一致性 0. 944 0. 962 0. 963 0. 962 0. 967

原始覆盖度 0. 472 0. 343 0. 349 0. 335 0. 349

唯一覆盖度 0. 082 0. 008 0. 010 0. 028 0. 007

总体一致性 0. 923

总体覆盖度 0. 561

五、进一步分析

近年来,部分平台企业凭借网络效应、数据与算法优势持续扩张市场势力,逐渐形成“赢者通吃”的

垄断格局,从而对市场创新活力产生抑制效应。 从监管层面看,2016 年国务院对平台提出“包容审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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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念,这一阶段的宽松监管环境助推了平台企业的发展扩张。 2020 年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

序扩张”要求提出后,平台监管进入强约束阶段,2021 年《反垄断指南》 [7] 进一步规范了平台经济领域的

运营秩序,以激活企业创新动能。 据此,本文以《反垄断指南》 [7] 发布为政策节点,探究政策环境的变化

是否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高创新水平的实现路径产生异质性影响。

(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施行前创新路径

表 6 结果显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实施前形成 3 条有效的组态路径,总体一致性达 0. 920,覆

盖 52. 3%的案例。 此阶段企业创新主要依托研发投入、外部环境支持与组织规模的协同作用,呈现出以

技术驱动为核心、多要素灵活组合的鲜明特征。

其中,S1 路径以研发投入强度、政府补贴与环境复杂度为核心条件,凸显技术投入与外部环境的

深度绑定;S2 路径以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强调技术投入与组织规模化的协同效应,

政府补贴仅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且不依赖数据资源与供应链关系。 这一特征体现出政策施行前,部分

平台企业已具备凭借自身技术实力与规模效应独立驱动创新的能力,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

低;S3 路径以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复杂度为核心支撑,同时借助数据资源形成多要素协同

的创新模式。
表 6　 政策冲击前平台企业创新路径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a S1b S2 S3

研发投入强度 ● ● ● ●

数据资源 - - �

企业规模 ● ●

供应链关系 - �

政府补贴 ● ● �

环境复杂度 ● ● ●

一致性 0. 928 0. 954 0. 963 0. 952

原始覆盖度 0. 386 0. 372 0. 281 0. 327

唯一覆盖度 0. 023 0. 055 0. 025 0. 040

总体一致性 0. 920

总体覆盖度 0. 523

(二)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施行后创新路径

表 7 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形成 2 条有效的组态路径,总体一致性为 0. 935,覆盖 49. 4%的案例。 该

阶段企业更注重合规性创新,供应链关系与环境复杂度的作用呈现分化态势。 这一路径也反映了政策导

向下平台企业创新与外部环境、监管要求的动态适配性特征。

其中,S1 路径以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同时也呈现差异化的要素适配特征,彰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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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组织的深度融合是平台企业在合规化发展阶段突破创新瓶颈的关键条件;S2 路径以研发投入强

度与政府补贴为核心条件,反映出政策约束下平台企业对外部资源依赖度的提升,同时弱化供应链控制

以规避垄断风险。
表 7　 政策冲击后平台企业创新路径

条件组态
高创新水平

S1a S1b S1c S2a S2b S2c

研发投入强度 ● ● ● ● ● ●

数据资源 � �

企业规模 ● ● ● �

供应链关系 � � - - -

政府补贴 � ● ● ●

环境复杂度 � � �

一致性 0. 971 0. 973 0. 956 0. 945 0. 948 0. 965

原始覆盖度 0. 317 0. 353 0. 282 0. 312 0. 342 0. 341

唯一覆盖度 0. 010 0. 018 0. 016 0. 006 0. 019 0. 013

总体一致性 0. 935

总体覆盖度 0. 494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的刚性约束下,平台企业通过弱化供应链控制、强化

合规性适配两大核心举措实现对创新发展模式的重构,这一变迁也深刻彰显了监管政策对平台创新的导

向与塑造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TOE 理论框架,以 213 家中国 A 股上市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 fsQCA 方法探究了技

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因素对平台企业创新水平的组态效应及作用路径,并结合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

政策,进一步揭示了平台企业创新路径的异质性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平台企业高创新水平是多因素

耦合作用的结果,这与平台双边市场属性及网络效应等特征相契合;依据组态的内在作用逻辑,本文提炼

出“技术—组织”型、“技术—环境”型与“技术—开放”型三条组态路径;此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政策

能够重塑平台企业创新路径,推动其主动探索合规的创新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结论,从企业与政府层面提出如下建议:企业需立足自身禀赋探寻创新发展路径,强化技术

与合规的双轮驱动模式。 其一,大型平台应聚焦“技术—组织”型路径,实现从规模优势向可持续的技术

赋能模式转型。 一方面依托规模效应投入前沿领域研发以构建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将合规要求嵌入创新

全流程,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发展。 其二,中小及政策敏感型平台宜选择“技术—环境”型路径,主动对接

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等政策导向领域。 其三,供应链分散化平台可探索“技术—开放”型路径,通过统筹

研发投入、政策支持与数据资源构建全要素协同创新的生态模式,同时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在安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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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前提下实现技术、数据与外部环境的均衡适配。 政府应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治理效能。 其一,改

变“一刀切”式的监管方式,在严守合规底线的前提下鼓励平台探索差异化的创新路径;建立补贴额度与

研发投入强度、合规管理水平的联动考核机制从而强化政策的靶向传导效能;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体

系,为数据要素赋能平台企业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二,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与投

入力度,提升 5G、云计算等公共技术资源的普惠性。 其三,动态优化监管强度,针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前沿技术应用场景需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的双重目标,构建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技术创新容错机

制,避免因过度监管而抑制企业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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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ternet
 

platform
 

firms
 

have
 

emerged
 

as
 

key
 

innovation
 

actors
 

by
 

virtue
 

of
 

their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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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side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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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nd
 

data-driven
 

operations.
 

The
 

innov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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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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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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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E
 

framewo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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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set
 

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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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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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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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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